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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借鉴 Koopman价值链参与度等指数以
及 OECD数据库测算隐含碳排放的方法，对当前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对外贸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情况进行测算评估，实证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嵌入全
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主要影响路径是通过贸易规模间接

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并且这条路径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直接影响效应和通过技术效

应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最后提出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对
外贸易产业结构和着重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等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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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国际分工模式从传统的差异化产品的产品间分工逐渐过渡到同一产品的产品内部分工( 即价值

链分工) 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凭借技
术、品牌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并将高排放产业的加工、制造等生产工作外包给位于“下
游”环节的国家，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创新、科技、
资本方面缺乏比较优势，就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从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由此可见，要想真正实
现经济低碳转型，我们就必须在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向“上游”环节
攀升。
目前，我国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不合理，低碳清洁技术和减排治污技术水平落后，主要依靠资源和劳

动力优势参与产品加工、制造、组装等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引起了贸
易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从而导致巨大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同时，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

中，通过学习别的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这个效果实际上十分有限。因此，从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研究制约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影响因素，以及分析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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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怎样影响对外贸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解决节能减排大背景下经济如

何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Grossman and Krueger［1］的成果为相关学者进行全球价值链与碳排放两者内在联系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他们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存在“倒 U型”关系，即刚开始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加剧，达到某
个顶点后，环境污染会得到缓解; 同时他们认为经济规模、比较优势所在的部门结构( 环保型或高污染
型) 和相关技术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其中，经济规模的扩大、比较优势依赖高污染部门都将增加一国的
碳排放，而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提高能够降低一国的碳排放。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全球价值链
下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李斌和彭星［2］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方法( GMM) 分析了新的贸易分工形势下对外贸
易如何影响中国碳排放，结果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对我
国制造业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其外贸出口隐含碳含量高的根本性原因可能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制造业

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 即低端嵌入)［3］。杨芡芡［4］采用经济 －环境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研究了
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碳排放，结果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能够

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而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则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间接影

响碳排放。闫云凤和黄灿［5］在追溯中国碳排放的流向和来源地时发现: 高耗能部门消费和出口了大量
隐含碳，不过其所占比重在下降，与此同时碳强度低的服务业部门比重上升，说明我国出口结构在优化;

欧盟、美国等主要伙伴国对我国隐含碳进出口的影响日益减弱，而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却在增
加。孟渤等［6-7］以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环境核算体系，按照贸易来源地和目的地对
全球价值链中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碳排放进行了分解，详细研究了引起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以及二氧

化碳排放的去向，结果发现:贸易过程中的碳泄漏以及中间产品不止一次跨境运输，使得国际贸易下生产

同样一单位产品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当前相关文献主要研究我国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全部二氧化碳，较少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

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 1) 从出口贸易角度分析了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和贸易
隐含碳的关系，并就其中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进行了探讨。( 2) 借鉴并改进了环境污染需求和供给模
型。将全球价值链因素引入经典的经济 －环境分析框架，并且选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来反映全球价
值链影响因素，相比之前垂直专业化率、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之比等变量更能准确反映一国嵌入全球价
值链的程度。( 3) 数据选用更为科学合理。文中两个主要变量，即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贸易隐含碳
排放，都是选用 OECD统计库中基于价值增值的数据，既保证了数据来源的一致性，也剔除了传统贸易统
计数据中的重复计算部分，能够更加真实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利益。此外，依据
OECD统计库测算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框架，剥离出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各个过程，使得分析更加全
面、细致。( 4) 实证分析更综合更具说服力。本文不仅采用贸易隐含碳排放效应分析了各因素对贸易碳
排放的影响程度，还通过通径分析方法综合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作用

与间接作用，厘清了现实经济中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贸易规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等各解释变量之间
的复杂交叉关系。
二、理论机制分析
( 一) 碳排放效应模型

在研究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时，主要借鉴 Copeland and Taylor［8］研究环境污染
时所用的模型。首先将碳排放视作一种公共产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推导出一国( 或行业) 对外贸易
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结合国际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大环境，在已经推导出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全球价值链因素，建立新贸易分工模式下的碳排放效应分解模型，以此研究我国嵌入

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为使研究更容易说明问题，我们对现实贸易中各个经济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简化，只研究一个

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和两种最终产品。首先，假定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型经济体，这样就能保证产品价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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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因为在经济开放环境中，小型经济体由于本身的生产活动会造成消费者需求或是供给发生变动，但

是这个变动对整个经济体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该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 。其次，假
定这个国家只生产两种最终产品 X 和 Y，并且在生产加工活动过程中只使用两种要素 L( 劳动力) 和 K
( 资本) ，其中 X产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环境污染物( 本文以二氧化碳排放
量 c表示) ，让其作为副产品出现; Y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没有环境污染物的产生。

1． 碳排放供给分析。假定该国有 N 个消费者，且对商品消费的偏好相同，则消费者的间接效用
函数可以表示为:

U( p，I，c) = v( I /p) － g( c) ( 1)
其中，p表示产品 X的相对价格; I表示该国人均国民收入; I /p则代表该国消费者实际收入。
通常情况下，碳排放被视为公共劣质品，即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加剧全球变暖，破坏消

费者所处的生活环境，进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降低消费者效用。此时，政府将采用碳税等环境规制
政策来降低二氧化碳产生的总量，选择合适的碳排放水平使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即:

max{ v( I /p) － g( c) }
s． t． I = G( p，K，L，c) /N ( 2)
其中，I = G( p，K，L，c) /N中 G( p，K，L，c) 表示该国总的国民收入，由价格、资本、劳动、碳排放

共同决定，所以该国消费者实际收入可以用 I /p = G( p，K，L，c) /Np表示。将其代入式( 2) ，最大化条
件是一阶导数为 0，可得:

vI ( I /p) ×
1
Np × Gc ( p，K，L，c) = g'( c) ( 3)

为简便起见，令碳排放税率 = Gc ( p，K，L，c) ，则式( 3) 可以转化为:

= N g'( c) × p
vI ( I /p)

= N × MD( p，I /p，c) ( 4)

MD/ ( p，I /p，c) 可以视作排放的二氧化碳给每个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损失，那么式( 4) 的经济学涵
义为: 政府征收的碳税应弥补碳排放给所有消费者带来的损失，这也符合公共品的萨缪尔森条件。

2． 碳排放需求分析。生产 X产品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产生污染环境的副产品二氧化碳 c，假定用
Lx 和 Kx 分别表示生产 X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数量，那么 X产品的产出可以表示为由 Lx 和 Kx 决

定的函数 f( Kx，Lx ) 。同时，由于政府对碳排放征收碳税，企业要想减少由此带来的成本，必须牺牲一
部分产出，通过采用清洁技术来减少碳排放，X产品的实际产出 x以及产生的二氧化碳 c可以表示为:

x = ( 1 － θ) × f( Kx，Lx ) ( 5)
c = φ( θ) × f( Kx，Lx ) ( 6)
式( 5) 和式( 6) 中 θ表示投入到碳减排中的产品比例，如果用 xα 表示用于碳减排的产出，那么 θ =

xα / f( Kx，Lx ) ，且 x + xα = f( Kx，Lx ) ，由于 xα 不可能为 0，也不可能大于 f( Kx，Lx ) ，所以 0 ＜ θ ＜ 1。企业
投入到碳减排的产品越多，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就越少; 同时，企业清洁技术越高，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就

越少，因此式( 6) 中 φ( θ) 是由碳减排投入比例 θ和技术水平 T决定的函数。为便于计算 X 产品的实
际产出 x，设定该函数为:

φ( θ) = 1
T × ( 1 － θ) 1 /α，0 ＜ α ＜ 1 ( 7)

将式( 7) 代入式( 6) 中，可以得到封闭条件下该国的碳排放函数:

c = 1
T × ( 1 － θ) 1 /α × f( Kx，Lx ) ( 8)

接下来，该国融入到世界经济市场中，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其所处的价值链位置会影响其相

应的碳排放水平。如果一国处于价值链高端，企业大多使用技术、人力资本，产生的二氧化碳少; 反
之，如果一国处于价值链低端，企业大多使用能源或原材料，从事基础工业和产品加工，产生的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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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多。在原有的碳排放模型基础上加入全球价值链因素 δ，ω( δ) 是由于全球价值链因素决定的函数，
由前面分析可知，ω( δ) 是 δ的减函数，由此得到开放条件下该国的碳排放函数:

c = 1
T × ( 1 － θ) 1 /α × f( Kx，Lx ) × ω( δ) ( 9)

联立式( 5) 和式( 9) ，求得开放条件下 X产品的实际产出函数:
x = ( Tc) α × f( Kx，Lx )

1－α × ω( δ) －α ( 10)
政府会对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征收碳税，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多支付一部分环境成本来弥补生

产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效用，从而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定在合理水平。假定政府
对企业单位碳排放征收税金 ，那么企业由此产生的成本为 Tc，其中 Tc 表示考虑技术水平后的有效
碳排放。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也就是说企业在生产 X 产品时，如果增加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投入，那么 X

产品的产出也会增加相同的比例。如果用 w和 r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那么 X 产品的单位
成本可以表示为 cx ( w，r) 。此时，企业的理性决策就是寻求最优的产出水平 f( Kx，Lx ) 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 c，使得成本最小化，即:
min{ Tc + cx ( w，r) × f( Kx，Lx ) }

s． t． x = ( Tc) α × f( Kx，Lx )
1 － α × ω( δ) － α

然后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L = Tc + cx ( w，r) × f( Kx，Lx ) + λ( Tc) α × f( Kx，Lx )
1 － α × ω( δ) － α，其中 λ

为拉格朗日乘子。要想求得函数 L的最小值，需要将函数 L分别对 f( Kx，Lx ) 和 c求偏导，化简后得:
cx ( w，r)

Tc = 1 － α
α × f( Kx，Lx )

( 11)

假定企业所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那么企业长期利润必为 0。以 p 表示 X 产品的相对价格，那
么生产 X产品的企业利润可以表示为:

πx = p × x － cx ( w，r) × f( Kx，Lx ) － Tc = 0 ( 12)
将式( 11) 代入式( 12) ，得到开放条件下 X产品的实际产出:

x = Tc
α × p ( 13)

定义碳排放集中度 e = p
x ，则有 e = α × p

T 。由此可见，提高碳税或是改善技术水平，碳排放集中度

均降低; 同时，降低污染品价格也有助于减少碳排放［9］。
3． 碳排放市场的一般均衡解。碳排放需求和碳排放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碳排放市场的均衡水
平，结合式( 3) 和式( 13) 可以求得排放二氧化碳量的最优解 c0。此时，政府通过征收碳税 ，满足消费
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成本最小化，从而使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维持在最优水平 c0。
式( 9) 给出了开放条件下的碳排放函数 c = φ( θ) × f( Kx，Lx ) × ω( δ) ，而 X产品的实际产出 x = ( 1

－ θ) × f( Kx，Lx ) ，用 p0 和 p01 分别表示 X产品和 Y产品基期的相对价格，假定 X产品基期相对价格是
1，那么定义一国总的经济规模 S = p0x + p01y，然后用 X 产品产值占总的经济规模的比例

Hx =
p0x

p0x + p
0
1

( )y 来表示 X产品所在行业在某一国家的重要程度。开放条件下的碳排放函数可以改

写为:

c = φ( θ) × f( Kx，Lx ) × ω( δ) = ( 1 － θ) × c
x ×

f( Kx，Lx )
S × S × ω( δ) = c

x × x
s × S × ω( δ) =

e × Hx × S × ω( δ) ( 14)
从式( 14) 可以看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具体

来看，碳排放效应可以分解成四种效应:一是技术效应，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减少污染产品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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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集中度，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会减少多少; 二是结构效应，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污染

产品份额发生变化，将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三是规模效应，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经济规模的提高( 尤其是污染产品数量的增加) ，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会增加多少; 四是全球价值

链效应，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一个国家( 或行业)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

的污染产品生产数量发生变化，将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 二)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图 1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在新的国际分工下，产品生产

的各个环节被割裂开来，嵌入不同

的环节必然会影响到相关产品贸易

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这种作用

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以嵌入
产品加工、制造等“低端”环节为例，
具体的影响机制如图 1所示。
图 1 中下半部分表示直接作

用机制，上半部分表示间接作用机

制。通常来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下，具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国家

会参与产品加工、制造、组装等环节，而这些生产环节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同时涉
及到产品的运输，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这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作用机

制。此外，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能够通过作用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来间接作
用于贸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10］。第一，嵌入“低端”环节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占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会促使加工贸易规模扩大，反过来会刺激能源的需求，增加贸易中隐含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二，嵌入“低端”环节的大多是高耗能高排放的制造业，这无疑会增加高污染产
品的出口，同时也就会增加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 第三，嵌入“低端”环节意味着获得价值增
值很少，同时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受到来自国内国际双重的减排压力，促使相关产业进行技术创新，降

低能源强度以提高能源利用率，或是采用可再生能源，发挥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三、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一) 多元回归模型设定、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个国家( 或行业) 的碳排放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全球价值链效应，污染产品

碳排放集中度、污染产品所占份额、经济规模( 尤其是污染产品的数量) 和该国家( 或行业) 融入全球价值
链环节这 4个因素中一个或者几个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到贸易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数
量;另外，考虑到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影响贸易中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11-12］，因此将其纳入到影响因素中。也就是说，能够对一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贸
易规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由此建立模型:

lnCO2 t = α0 + α1 lnSt + α2 lnHt + α3 lnTt + α4 lnGVCt + α5 lnFDIt + εt ( 15)
其中，CO2 t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贸易中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来源于 OECD 数据库 Envi-

ronment项下“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的隐含碳排放指标( PＲOD_
CO2 ) 以及 2012—2014 年的估算数据) ; St 是反映规模效应的解释变量，采用中国增加值出口额数据

来表示; Ht 是反映结构效应的解释变量，用中国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额与出口总额之比来表示; Tt

是反映技术效应的解释变量，用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出口总额之比( 即碳排放强度) 来表示;

GVCt 是反映全球价值链效应的解释变量，采用的是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GVC _Participation 指
数) ［13-14］; FDIt 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解释变量，采用的是高碳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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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对解释变量取对数之后表示各变量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每变动百分之一，中国贸易中隐

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动的百分比。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的具体含义、预期符号和数据来
源详见表 1。

表 1 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

变量 含义 预测符号 数据来源

CO2 贸易隐含碳排放 OECD数据库［15］

St 增加值出口 + OECD数据库
Ht 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 + 《中国统计年鉴》
Tt 碳排放强度 + OECD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GVCt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 本文计算结果
FDIt 外商直接投资 + 《中国统计年鉴》

注: ( 1) OECD数据库测算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数据为 1995—2011 年，中国 2012—2014 年相应数据是依据 OECD数
据库测算方法、利用 WIOD数据库和国际能源署( IEA) 中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 2) 由于 1995 年、1996 年和 2004 年高碳
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缺失，相应数据由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相邻年份高碳产业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额所占比例估算而来。

本文选用 1995—2014 年长达 2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要想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来分析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的大小、方向，首先必须保证该模型中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也就是
说，该时间序列的各项数字特征( 如期望、方差等) 都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因为一旦一个时间序列
不是平稳的，回归过程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可能出现两个互相独立的变量却拟合程度很好的假象。
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前，有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利用 Stata 12 软
件对模型中各个变量进行 ADF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序列 ADF统计量( P值) 结果 一阶差分 ADF统计量( P值) 结果

lnCO2 1． 288( 0． 996 5) 非平稳 dlnCO2 － 2． 349( 0． 016 0) 平稳

lnS － 0． 851( 0． 803 7) 非平稳 dlnS － 3． 542( 0． 007 0) 平稳

lnH － 0． 811( 0． 816 0) 非平稳 dlnH － 3． 750( 0． 003 5) 平稳

lnT － 1． 179( 0． 682 7) 非平稳 dlnT － 4． 775( 0． 000 1) 平稳

lnGVC － 1． 708( 0． 427 1) 非平稳 dlnGVC － 3． 423( 0． 010 2) 平稳

lnFDI － 1． 616( 0． 474 7) 非平稳 dlnFDI － 3． 776( 0． 003 2) 平稳

表 3 EG-ADF两步法协整检验结果

残差 ADF值( P值) 1%置信水平 5%置信水平 10%置信水平

－ 5． 203( 0． 000 0) － 3． 750 － 3． 000 － 2． 630

尽管实证模型中具有单位根的各

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成为了平稳

序列，但是一阶差分后变量的经济含义

与原序列并不相同，如果用一阶差分后

的序列进行回归，很难将结果与实际的

经济含义联系起来。但如果它们之间由于某种经济力量而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通常称作协整关
系) ，就可以通过对这些变量做线性组合而消去其“共同的随机趋势”。所以有必要对实证模型进行协
整检验，以验证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或者说所有的非平

稳序列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显示，式( 15 ) 在 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协整关系检验，表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协整关系，即 5 个解释变量( 规模效应 S、结构效应 H、技术效应 T、全球价值链效应 GVC 和外商直
接投资 FDI) 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 CO2 ) ，说明可以用原序列

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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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卡方值( P值)

lnS不是 lnCO2 的格兰杰因 4． 296 8( 0． 038)
lnCO2 不是 lnS的格兰杰因 0． 069 9( 0． 791)
lnH不是 lnCO2 的格兰杰因 7． 702 2( 0． 006)
lnCO2 不是 lnH的格兰杰因 7． 611 5( 0． 006)
lnT不是 lnCO2 的格兰杰因 5． 428 8( 0． 020)
lnCO2 不是 lnT的格兰杰因 0． 012 1( 0． 912)

lnGVC不是 lnCO2 的格兰杰因 5． 191( 0． 023)
lnCO2 不是 lnGVC的格兰杰因 0． 072 9( 0． 787)
lnFDI不是 lnCO2 的格兰杰因 5． 630 8( 0． 018)
lnCO2 不是 lnFDI的格兰杰因 0． 346 5( 0． 556)

由表 4 可知，5 个解释变量(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全球价值链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 都显著拒
绝原假设，即“不是被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因”的可能性
均大于 95%，即 5 个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够很好地帮
助预测被解释变量。其中，结构效应即主要高耗能产
品出口占比，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预测能力”较其他
解释变量好。特别是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也会影响贸易
品结构，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国产出不变时，碳排放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环境规制。如刘岑婕［16］研究
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通过产

业间的关联效应促使污染密集型行业向清洁型行业转

变，从而改变贸易产品的结构。除此之外，被解释变量是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因的可能性均比较低，说
明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对解释变量的“预测能力”有限，很难显著影响解释变量。另外，全球价值链效
应也能够很好地预测贸易隐含碳排放，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

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确实存在一种动态关系，即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会影响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碳量。
表 5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P值

lnS 0． 860 3 0． 097 9 8． 79 0． 000
lnH 0． 058 9 0． 030 6 1． 93 0． 073
lnT 0． 727 6 0． 180 7 4． 03 0． 001

lnGVC － 1． 020 1 0． 601 1 － 1． 70 0． 110
_cons 1． 218 1 0． 869 2 1． 40 0． 181
n = 20 F( 4，15) = 798． 47 Prob ＞ F = 0． 000 0

Ｒ2 = 0． 995 3 Ｒ2 = 0． 994 1 残差标准差 0． 033 5

由于式( 15) 中各变量的原序列通过了协整
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所以可以用原序列进

行回归而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故以贸易过
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增

加值出口额、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碳排放
强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
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软件 Stata 12 进行逐步多元
回归，并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

资) ，最终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以看到，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 Ｒ2

为 0. 995 3，调整后的可决系数 Ｒ2 为 0． 994 1，都近似于 1，F检验值为 798． 47，且各变量符号与预期一
致。说明计量模型总体拟合度很好，增加值出口额、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碳排放强度和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指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 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有着显著的影响。就总的影响
效果来看，增加值出口额和碳排放强度能够显著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 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的影

响也较为显著;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负向影响却不太显著。现实中，嵌入全球
价值链的程度除了直接影响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之外，还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 比如贸易规

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等) 间接影响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此，本文将通过通径分析法来进
一步衡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被解释变量( 贸易隐含碳排放) 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大小。
( 二) 贸易隐含碳排放通径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确实能够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却无法解释该影响因素

是直接还是间接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作用，因此有必要进行通径分析。
1． 通径分析模型的构建。通径分析方法( Path coefficient) 是由美国学者赖特在 1921 年提出的，
拓展了原有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具体来说，通径分析方法就是在普通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将解释变
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拆解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部分。假设解释变量为 u和 v，被解释变量为 y，
且两个解释变量互相影响，那么以解释变量 u为例，解释变量 u既可以直接作用于被解释变量 y，也可
以通过作用于解释变量 v而间接作用于被解释变量 y，简化的影响路径如图 2 所示。

—43—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图 2 解释变量作用于被解释变量的路径

图2中，ru，v表示解释变量u和v
之间的相关系数，且满足 ru，v = rv，u。
解释变量u指向被解释变量y的连接
线 u→ y是直接通径，表示解释变量
u直接作用于被解释变量 y，即解释
变量 u每变动一个单位标准差时，直
接引起被解释变量 y 变化的标准差
单位数，定义为直接通径系数，用

Pu，y 表示。参照Wright［17］ 和 Shusen
et al．［18］ 等研究中的计算方法，直接
通径系数表示为:

Pu，y = αu ×
su
sy

( 16)

其中，αu是解释变量 u的偏回归系数; su和 sy分别表示解释变量 u和被解释变量 y的标准差。类似
地，解释变量 u通过解释变量 v从而指向被解释变量 y的连接线 u→ v→ y是间接通径，表示解释变量
u通过作用于解释变量 v而间接作用于被解释变量 y，即解释变量 u每变动一个单位标准差时通过作用
于解释变量 v、间接引起被解释变量 y变化的标准差单位数，定义为间接通径系数，用 IPu，y 表示。间接
通径系数可以表示为:

IPu，v，y = ru，v × Pv，y ( 17)
其中，ru，v 表示解释变量 u和 v之间的相关系数; Pv，y 表示解释变量 v对被解释变量 y的直接通径

系数。此时，解释变量 u对被解释变量 y的总影响为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影响效应之和，即:

ru，y = Pu，y +∑IPu，v，y ( 18)

2．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通径分析。通过 Stata12 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增加值出口额、
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碳排放强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回归方程。然后
我们再利用 Stata12 软件得到各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标准差等，并依据式( 17 ) 和式( 18 ) 由 Excel 计
算出相关系数( 表 6) 。

表 6 通径分析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的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
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lnS lnH lnT lnGVC 合计

lnS 0． 984 5 1． 945 2 0． 050 3 － 0． 960 5 － 0． 050 3 － 0． 960 5
lnH 0． 829 4 0． 060 9 1． 604 4 － 0． 791 9 － 0． 044 1 0． 768 4
lnT － 0． 958 6 0． 967 6 － 1． 931 0 － 0． 049 9 0． 054 6 － 1． 926 3

lnGVC 0． 605 9 － 0． 070 4 1． 388 1 0． 038 1 － 0． 749 9 0． 676 3

由表 6 可知，总体来看，增加值出口额、碳排放强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效果要高于主要高
耗能产品出口占比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具体地，增加值出口额的直接通径系数高于间接通径
系数，意味着贸易规模主要是直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作用; 而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碳排放
强度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间接通径系数高于直接通径系数，表明贸易结构、技术水平、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作用有限，它主要是通过其他解释变量间接影响贸易过程中

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为进一步理清各个因素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对 4 个解释变量进行了分情
况讨论。
( 1)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根据图 3，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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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的直接通径系数

为 － 0． 070 4，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单位，贸易隐含碳排

放将减少 0． 070 4 个标准差单位。这与
前面回归方程的结果相符合，表明我国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从中获取

价值增值的同时的确会直接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但是这个变动幅度是极其微

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过贸易规
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1． 388 1、0． 038 1、－ 0． 749 9，表示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贸易规模和技术水平实现的。其
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过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促进作用，对碳排放

量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过技术水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抑制作用，与

直接影响效应方向相同，减少了贸易隐含碳排放。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首先嵌入全球价值链

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为负( － 0． 070 4) ，说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减少贸易隐含
碳排放，这可能与我国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有关。因为一个国家参与到研究开发、品牌销售
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对能源的消耗就比较少，相应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也比较少。其次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通过贸易规模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促进作用( 1. 388 1) ，这一作用是主要影响
路径。表明随着我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贸易分工模式，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
来必将日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刺激能源的需求上涨，最终增加了二氧化碳排

放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过贸易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促进作用( 0． 038 1) ，促进作用
非常小，这可能与我国积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有关。因为随着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高污染产品比重会
随之下降，从而使得生产单位产品过程中产生更少的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商务部发布的《中
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7年秋季) 》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一般贸易占比进一步提升( 56． 6% ) ，较
2016年第三季度提高了0． 7个百分点，同时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过技术水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为抑制作
用( －0． 749 9) ，这表明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降低了贸易
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虽然通过技术效应使贸易隐
含碳排放有所降低，但并没能冲抵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带来的碳排放促进作用。就研究结果来看，
我国现在融入价值链的环节大多是加工生产等低端环节，尽管从中获取一定量的价值增值和先进技术，

但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

图 4 贸易规模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 2) 贸易规模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
影响机制。根据图 4，贸易规模对贸易隐
含碳排放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1． 945 2，即
增加值出口额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单位，直

接使得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加

1． 945 2 个标准差单位。说明贸易规模的
直接作用非常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贸易

总量增长带来的效益弥补不了由此带来

的环境污染。贸易规模通过贸易结构、技
术水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0. 050 3、－ 0. 9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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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50 3，表示贸易规模对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间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水平实现
的，而且是抑制作用，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贸易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

关数据表明，2009 年以来，中国始终处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量排行榜的前两位，出口所占国际市场份
额更是不断提升，从 2011 年的 10. 4%上升至 2016 年的 13. 2%。这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
大，与此同时带来的是资源和能源需求的上涨，从而增加了隐含在贸易出口产品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图 5 贸易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 3) 贸易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
影响机制。根据图 5，贸易结构对贸易隐
含碳排放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 060 9，即
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每变动一个标

准差单位，直接使得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

氧化碳增加 0． 060 9 个标准差单位。表明
主要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比直接作用非常

小，其他条件如果保持不变，仅增加出口

产品中的高耗能产品比例，由此增加的二

氧化碳量是比较少的。另外，贸易结构通过贸易规模、技术水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隐含碳排
放的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1． 604 4、－ 0． 791 9、－ 0． 044 1，表明贸易结构主要通过作用于贸易规模和
技术水平而间接作用于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其中前一个是促进作用，后一个是抑制作用。
说明尽管贸易结构直接作用较小，但它会通过作用于贸易规模间接作用于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

碳，并且由于乘数效应大大加大了后者的变动幅度。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结构效应主要体现为间接效应，即贸易结构通过作用于贸易规模和技术水

平间接作用于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一方面，出口中主要高耗能产品占比越高，出口规模

的扩大意味着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能源越多，加剧了贸易隐含碳排放; 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来减少高耗能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从上文分
析来看，在相对较短的统计期间内，我国贸易结构没有明显改善，主要依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快

速发展融入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微薄价值增值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加重了二氧化碳的

排放。

图 6 技术水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 4) 技术水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
影响机制。根据图 6，技术水平对贸易隐
含碳排放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 967 6，即
碳排放强度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单位，直接

使得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加

0. 967 6 个标准差单位。技术水平通过贸
易规模、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1. 931 0、－ 0. 049 9、0. 054 6，表明技术水
平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贸易规模实现的，与直接影响效应方向相同，增加

了贸易隐含碳排放。
技术水平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或是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来减少碳排放。技术效

应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为正，这是由于本文选取碳排放强度来衡量技术水平，碳排放强度越

大，表明单位出口额引起的二氧化碳总量越多，也就说明这个国家相关产品的绿色生产技术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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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1． 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来看，统计期内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略有提升，但仍处于价值
链“下游地位”，获取的价值增值有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依据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逐渐融入
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从中获取价值增值。但与主要贸易大国相比，2007 年以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主要负责产品加工、组装环节，即将进口的中间产品加工成最终产品再出口到别的国家，位于全球价
值链的“下游”环节; 2007 年以后我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间接增加值逐渐增多，从产品加工等全球价
值链的“下游”环节逐步向研究开发、品牌设计等“上游”环节攀升，这与我国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密
切相关。

2． 从贸易隐含碳排放来看，1995—2014 年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相比主要贸易大
国，我国近些年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减排效果并不显著。此外，国外需求引起的贸易隐含碳排
放占比也较大。

3． 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系来看，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同，贸易过程
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也会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 贸易规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都能够直接作用于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其中，贸易规模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嵌入全球价值链
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为负影响。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能够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但其直接作用较小，主要是通过其他解释变量间接作用于贸易隐含碳排放。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提升价值链地位、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需要从上述四个方面着手，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
( 二) 政策建议

1． 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依据其比
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那些从事研发、品牌设计等高技术生产活动的国家通常是实现经济利益
和环境利益双赢: 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能源消耗少，可以减少贸易中隐含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能够通过影响贸易规模、贸易结构、技术水平等
间接减少贸易中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我国要想真正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
就必须逐步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
首先，企业在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应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知识和

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尽量使用清洁技术，减少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我国

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民族特色; 同时抓住我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机遇，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盈利模
式，以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为导向，形成行业带动，逐渐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真正提升我国嵌入全球
价值链的地位，从而有效降低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
其次，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形成研发、品牌优势，嵌入全球价值

链“上游”环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发展迅速，且逐步占据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
这将有利于我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因此，政府应以“中国制造 2025”
战略为导向，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领域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更多的原创性、颠
覆性的技术革新，依靠创新驱动引领新兴技术产业发展。
再次，公共部门要强化监管，加大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通过提高粗放式生产的环境成本，

逐渐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推动传统资源及劳动力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减少环
境污染物的产生。同时弘扬“工匠精神”，增强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精益求精，联合
社会各界，真正做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企业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过渡。

2． 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贸易市场的绿色壁垒愈发严苛，加之国内经济进入中低速发展，双重
压力下我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显得十分必要。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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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理念，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理念转变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全

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物。二是调整对外贸易模式，由加工贸易转向碳排放更小、增
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缓解规模效应带来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压力。三是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一方面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强化科技的实用力量; 另一方面，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多边合作，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激发创新活力，转变发展动能。

3． 优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产业结构是适应新常态下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也是
实现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营改增”“放、管、服”等多项措施降低了市场准
入门槛，服务业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但总体依然落后于第一、二产业。因此我国要从供给端、生产端持
续推进低碳结构改革: 一是大力发展清洁产业、人工智能领域和污染相对较小的服务业，使对外贸易
从高耗能产业拉动转向清洁产业拉动; 二是通过征收相应的碳税来引导企业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降

低贸易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三是加快国内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增强各行业的

合作，减少环境污染物的产生。
4． 着重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新的贸易分工模式下，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其自身的竞
争优势，同时也会影响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政府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节能减排
技术和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突破技术难关，进一步压缩绿色能源的生产成本; 同时推动政产学研协

同合作，将技术成果市场化，打通从实验室到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只有这样，在生产贸易产品过
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环境污染物二氧化碳) 才能减少，进而实现“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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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mbedded
Global Value Chain on Trade Implie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HOU Fangmiao，CAI Ting，YANG Yixi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mbedded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ese trade
implied carbon emissions，estimates the level of China＇s embedded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from
foreign trade by referring to Koopman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indexes and the related measures in OECD＇s databas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embeddedness level on trade implied carbon emiss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
tions embedded in the value chains has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path is that the locations embedded in the value chains indirectly affect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through trade scal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the article finally puts forward four counter-
measures: improving the degree and locations embedded in the value chains，adjus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opti-
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and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
duction technologies．

Key words: trade implied carbon emissions; global value chain; value added trade; influenc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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